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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传播效果看张骞通西域
———浅析张骞的传播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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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端的古“丝绸之路”虽成为历史，但其促使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，并在以后的历

次接触碰撞中相互激发、学习、滋润，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，进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

发展。张骞通西域开始的对外传播，掀起了中国对外传播史的扉页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传播、交流

的开端。而从传播效果研究方面来看，张骞的“凿空”无一不体现着传播主体、传播对象、传播内容、以及传播技巧等

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关系。本文试从传播主体西汉王朝、传播对象西域各国两个方面对张骞“凿空”之行的传播效果

来进行审视，浅析其传播实践及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独特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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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对外传播史的第一页———张骞的“凿空”之行

历史是昨日的新闻，新闻是明日的历史。无论是古

代官方使者互往、史官记事还是现代各类新闻媒体的传

播实践活动，都需通过事实来反映社会生活，都需要运

用诸种调查采访手段来寻找事实真相，都必须怀有高度

的社会责任感来忠实记录，并由当时的“受众”来评判

是非善恶。这样的传播对促进统一无异于能够创造一

个好的舆论环境，进而对当时的政府起到提醒监督的作

用。而在统一后，如何运用传播手段来巩固统治则成为

统治者们非常重视的问题。于是，国力强盛、民族融合

的西汉王朝信心十足地将目光转向更远的外部世界，将

传播活动由国内拓展到对外交流。在当时政治和军事

需求的背景下，以张骞通西域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活动，

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扉页。
路线: 张骞通西域，从狭义上说，主要指我国新疆天

山南北、葱岭以东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。从广义上

说，则泛指玉门关、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，包括亚洲中西

部、印度半岛、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地区，连接东

亚、西亚及地中海。近代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·冯·李

希霍芬( 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) 在其著作《中国》一书

中将这条由张骞开拓的世界贸易古道，首命其名的“丝

绸之路”中最主要的一条陆上通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
便于丝绸西传的“丝绸之路”逐步形成，连接亚、欧、非三

大陆，成为东西方往来的交通大动脉，为推动东西方经

济贸易往来、文化沟通交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纽带作

用。这条陆上“丝绸之路”并非一条简单的直线，而是以

“丝绸之路”主干道为依托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条四通

八达的商道。
目的: 为了反击匈奴，同时也为了发展与匈奴的政

治商贸关系，西汉政府开始了与西域的直接接触。第一

次接触，即张骞出使西域。第二次是出使乌孙，为招乌

孙迁回故地，以“断匈奴右臂”。
意义: 张骞“凿空( 空者，孔也。意即凿通孔道) ”之

行以及随后的“丝绸之路”所开辟的不仅是交通道路和

商路，更是一种文化信息之路，而传播最重要的特点便

是信息的流动。西域道上传递的不仅有实物和技术，还

有信息。信息在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遵循了一种自

高级文明部落 ( 大汉王朝) 向次高级文明部落 ( 西域各

国) 流动的秩序，与此同时又产生夹带着西汉政治意识

形态和文化精神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与信息相交流动的秩

序最终便导致了文明对外的传播效果。文明的传播经

历了关于实物形式的传播，如丝绸、漆器等; 关于技术方

面的传播，像炼钢术、凿井挖渠等; 同时也出现了伴随着

传播主体西汉政府有意识的信息传播而名扬西域的以

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汉文化。通过这些传播，华

夏文明进而沿着古老的“丝绸之路”不停地向着世界陌

生的区域延伸。［1］当然，汉文化的这种延伸离不开汉武

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治文化策略，但最主要

的还是取决于张骞开辟的中西交通要道。可见，汉王朝

与西域各国的政治、经济交流，尤其文化方面的对外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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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，都有着张骞的开创之功。
二、以西汉王朝为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分析

人类传播活动自古便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。
而从传播效果研究方面来看，属于“丝绸之路”的张骞

“凿空”之行的传播实践又充分体现出西汉王朝这个传

播主体与世界各地的往来联系，以及大规模的政治、经
济、文化交流等方面对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。

( 一) 传播主体西汉王朝的传播策略及实践

传播效果是通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的扩散，

从而引起受传者心理、态度及行为的一种变化，是传授

双方的原动力，贯穿于传播活动的过程始终，保证传播

行为产生理想效果是传播活动的根本目的，也是评价传

播活动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标准。［2］对此传播效果的理解

是通过实施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活动，达到或者是大多

程度上达到传播者的目的或意图。
1． 汉武帝为御匈奴的传播策略

“国于大地，必有与立”。当此之时，汉王朝对内采

取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文化控制手段已然为其

创造了良好的精神环境和土壤; 对外则急需用兵巩固疆

域，开辟中西交通，希翼与周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。此

时作为重要的传播主体的西汉王朝，正向全盛时期迈

进，武帝即位欲施其招还大月氏共御匈奴的雄才大略，

来“招募能使者”出使西域，入伍十年之多的张骞( 汉中

人) 以郎官身份应募被武帝准允。从汉武帝建元三年直

至前 126 年，长达 13 年的西域之行与考察传播活动以

及使团队伍的传奇经历，终使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王朝

这个传播主体大开眼见。
张骞的归来，以及其后所著的报告《出关记》，第一

次为汉武帝勾勒出西域的基本轮廓，探得世界的广漠无

垠，为西汉王朝的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战略依据。在这

里，传播对战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，没有西汉王朝这

个传播主体的派出使者之策，战争就无法展开。与此同

时，对于传播主体汉王朝来说，要想改进向西域诸国传

递官方信息的传播效果，其前提条件是得到受众 ( 西域

诸国) 的信任，得其信任必先树立汉王朝良好的形象。
如: 前 128 年，被匈奴控制长达 10 年之久的张骞乘机逃

出单于王廷，翻越葱岭，来到大宛国( 位于今吉尔吉斯斯

坦费尔干纳盆地) ，大宛国王对远在东方的大汉王朝一直

怀有崇拜和仰慕之情，只因与大汉王朝路途遥远，再加之

匈奴阻隔，“欲通不得”。大宛国王为表示对大汉王朝的

友好，爽快答应张骞的要求，并为其派出向导，将张骞等

人送至大月氏王廷( 今阿富汗一带) 。无疑，此时的传播

主体大汉王朝在其传播对象大宛国那里的良好形象，是

促成张骞一行此次顺利到达大月氏的重要前提条件。
自此，西汉正式打开了对外的门户，开始关注外面

的世界。传播主体汉王朝要使用它的传播技巧策略来

巩固大汉天下，外交是其一。为了控制西域，西汉政府

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以加深对西域的影响力。最直接的

联系就是派送使者，在往来使者中，出现了两个较为特

殊的队伍，即是西汉送往西域和亲的公主与西域诸国前

往汉朝的质子。［3］除和亲、纳质外，西汉政府为加强控制

力还直接设置行政机关，如: 公元前 60 年，设立西域都

护，新疆开始隶属汉王朝管辖，建立邮递网络和驿站来

进行信息传播和互动。
2． 商贾和移民的传播行为及其作用

西域道上，除了政治往来，贸易和技术交流也开始

频繁，商业活动日趋活跃，但主要商品仍是丝绸。此外，

在中国传统汉文化西传的同时，西域文化也开始东渐。
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由“丝绸之

路”上的商贾、移民及驻守边关的屯田士兵等构成的传

播主体，都从不同程度上为传统汉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

了贡献，从深层次上看，对推动当时整个社会的进步和

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商贾: 西汉时，西域各国通过“丝绸之路”这个桥梁

与汉朝陆续建立友好关系。据有关“丝绸之路”史料记

载，“丝绸之路”这个交通大动脉上往来最为频繁的、人
数最多的就是商贾。在西汉时，商贾也凸显了逐利的本

性，携带丝绸等物资赴西域贸易通常假借汉使的名义，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商贾的对外贸易往来，客观的对商品

的输入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特别是把传统的汉文化传

播到西域诸地，对西域各国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

变革。同时，商贾也将西域文明输入中国，对当时的汉

朝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商贾这类传播主体在不经意

地努力之下架起了中西文化的友谊之桥。
移民: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，还有一

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也是无意识的，这其中就包

括因各种天灾人祸而迁居国境之外的中国人。［4］如: 汉

朝以后，不少边疆地区的老百姓们为了躲避天灾和连年

的战祸，通过“丝绸之路”逃到了周边各国，移民中也不

乏读书人和技术人才，通过他们把西汉的传统文化和先

进科学技术也带到了西域各地乃至世界各地。
在这里，商贾和移民这类传播者执行了“社会遗产

的传承功能”，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的

经验、知识、智慧需要他们源源不断地传承给子孙后代。
作为传播主体和传播行为的发起者的商贾和移民，他们

是通过发出的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。而西汉王朝

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，它始终保持的传播过程的首端，

控制着传递信息的内容、流量、流向和受传者的反应。
西汉政府各部门汇集来自各个渠道不同信源的信息，经

过层层把关、筛选、过滤和加工处理，生产成满足他们的

标准产品，后再传输给“接收器”———受传者 ( 西域各

国) 。作为传播主体( 包括西汉王朝、商贾和移民) 施控

客体的受传者( 西域各国) ，始终处于传播过程的终端，

被丰富的信息资源拒之门外，无法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

资源，只能在传播主体提供有限信息范围内做出有限的

选择。由此看来，以传播主体为中心、单向、线性为主要

特征的大众传播成为了保证社会信息遗产代代传播的

重要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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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) 使者张骞在其传播实践中的意见领袖形象

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，整个社会传播过程中，公

众意见领袖对议题的导向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急速凝

聚全民的高度共识，并会大范围促成主流价值的社会舆

论。而社会舆论情况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社会

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变化，变化了的社会舆论反过来又会

进一步强化业已形成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。在此过

程中，在意见领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公众意见最终会成

为所谓左右政府主流宣传立场的“价值链”。
张骞“以郎应募”，作为出使西域的使者，在这里充

当的自然而然是单一型公众意见领袖的角色，尤其在其

向西域各国的传播实践过程中，意见领袖张骞的价值、
信源、知识面、责任感、人际交往能力、社会地位等因素

对整个大汉王朝所期待的传播效果起着不可替代的前

提作用。此时的使者张骞一方面同汉王朝是上下级关

系，另一方面同被影响者 ( 传播对象) 及西域各国又保

持着平等的横向关系。而在汉武帝时期，张骞在其所在

的外交这一特定领域非常精通，最重要的是在朝廷和周

围西域诸国中享有很高的声望: 公元前 114 年，张骞病

逝于长安，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骞给予了充分肯

定:“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，然张骞凿空。”［5］ 张骞已

逝，但其办事干练、为人宽厚坦荡的美名则在西域各国

广泛流传。此后，在意见领袖张骞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代

表大汉帝国主流社会意识的公众意见日渐促成了西域

主要国家主流价值下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强化，最终成为

了西汉王朝左右西域各国政府宣传立场的“价值链”，

以至于在张骞之后凡出使西域的使者“皆称博望侯”，

“外国由此信之”。
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 ( Paul F． Lazarsfeld) 的“两

级传播”的观点认为，大众传播只有通过“意见领袖”的

中介才能发挥影响，即“大众传播→意见领袖→一般受

众”。在传播学中，活跃于人际传播网络之中经常为他

人提供信息、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

物，即“意见领袖( Opinion leader) ”。［6］

毫无疑问，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单向大众传播活动

中，张骞以及后来的商贾使节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的是

传播主 体 与 传 播 对 象 之 间 的 重 要 纽 带 和 信 息 传 输

者———意见领袖。也正是他们通过对西汉政府所发布

的信息的加工与解释、扩散与传播、支配与引导、协调或

干扰等功能来发挥其中介作用，甚至对当时整个社会舆

情的发展走向产生过巨大的导航作用。而张骞之名，自

此成为了后来汉使们通行西域的名片。由此足见，意见

领袖在古代传播活动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因此，作为传播汉王朝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思想、文化

和意识形态内容的意见领袖张骞，对于凿通西域这一在

大众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良好社会宏观效果的开创之功，

可见一斑。
三、以西域诸国为传播对象的传播效果分析

传播作为一个过程，表现为由若干要素构成并发挥

着作用，离开了受众，就无所谓传播者，没有信息的交换

和流动，也就没有传播。张骞作为一个聪明的传播者，

能够及时收集和分析受众( 西域路上所经历各国) 所反

馈的信息，并对其传播方式不断进行改进和修正，从而

为其后来的传播实践活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石。
( 一) 以大月氏、乌孙为主要传播对象的西域之行

约翰·彼得斯在《交流的无奈: 传播思想史》中指

出，“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，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实

现的，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就是交流的失败”。［7］但在社会

传播现实中，无论古今，所有的传播都在力求最佳效果。
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，就有诸子百家通过讲学、著

述、游说活动竞相传播自己的社会理想、治国韬略和学

术主张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有关传播效果的精辟 论

述。［8］如荀子的“谈说之术，矜庄以莅之、端诚以处之、坚
强以持之、譬称以喻之、分别以明之、欢欣分芗以送之;

宝之、珍之、贵之、神之; 如是，则说常无不受”的著名见

解，即是对说服性传播艺术及其效果的高度概括。
1． 对大月氏进行的说服性传播

公元前 139 年，张骞被武帝派去寻找、联络数十年

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，但汉使者此时采用的“诉诸理

性”和“诉诸情感”的说服性传播方式却并未起作用。
很显然，此时的张骞因不了解传播对象的属性、“既有倾

向”或背景，最终导致其说服性传播与交流的失败。而

受传者大月氏的“个性”则极大影响了汉王朝的传播意

图和传播效果。
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，因汉

初在匈奴的攻击下被迫朝西南方向遁逃，臣服位于今日

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( 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

的一个王国) ，在那里定居了下来。由于新地肥饶，生活

安定，此时的传播对象———大月氏人已不愿回归河西故

地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; 汉使者张骞在此留驻一年多，

期间对大月氏及周边各国进行了考察，最终因“不能得

月氏要领”，不得不返回中国。
汉王朝的“联大月氏，共击匈奴”的传播意图并未

达到，军事策略的传播效果也未达到，但随身带回的象

征希腊文化的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

却成了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。
成也传播，败也传播，而能否准确而又迅速的传播信息，

可以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。前 123 年，卫青率军出定襄

(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) ，此时的传播者张骞由于具有较

多的荒漠行进经验、，熟知地理特征，尤能“知水草处，使

军得以不乏”遂以校尉身份参加行动，大败匈奴而还，最

终迫使匈奴迁往漠北。
2． 对乌孙进行的目的性传播

知己，要靠传播来沟通; 知彼，更需要传播来了解。
公元前 119 年，为招乌孙迁回故地，“断匈奴右臂”，武帝

命张骞率三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者团队沿着中西交通

干线再次出使西域，先后出使乌孙、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
夏等国，为期五年。此次力劝乌孙东返的使命仍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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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起因是受传者乌孙王并不了解大汉帝国的全貌，尽

管手持汉节的外交官张骞略知传播对象乌孙王的贪财

心理，却不知乌孙国的内讧背景，而张骞的政治联姻、汉
乌结盟的传播建议则激起了乌孙王要了解汉朝实际情

况的好奇心理。于是，外交官张骞力劝乌孙东返的目的

性传播未果，却促使之后乌孙与汉之间建立起了长达

600 多年的友好关系。
前 115 年，张骞带着乌孙王派往回访大汉的向导、

翻译、使者们到达长安。随骞入汉的使者们在实地进行

了考察，他们深感汉朝的强大和富庶，随后将考察结果

禀报其王。经过一番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信息交流

和扩散之后，乌孙国最终与大汉联盟、联姻。在此，虽然

是西汉的强势地位是吸引乌孙的必要条件，但是与此同

时，和亲( 联姻) 也成为了汉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一个重

要契机，传播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既复杂又普遍的社

会现象，在张骞对乌孙此次所进行的目的性传播中，就

体现出了传播所具有明显的过程性特点。
( 二) 传播对象西域诸国与汉王朝的互往及其“反馈”
信息的传播和接收过程，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彼

此进行相互交流、影响的过程。传播主体通过所传达的

信息对传播对象施加一定的影响，反过来传播对象通过

信息的“反馈”影响传播主体。构成传播的双向性要素

是“反馈”，传播对象的“反馈”在时间和空间分别表现

为信息交流的往返关系与承接关系。因此，了解传播对

象西域各国“反馈”的特性，对于提高汉王朝传播信息

的效果很有必要。
任何传播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。西

域道上，伴随政治往来和军事战争的同时，商业活动开

始活跃。而当时中外之间的政治、文化的传播很大程度

上正是依附于经济往来而进行的。而张骞的出使，使传

播对象西域诸国得以了解蕴藏于西汉的巨大商机，进而

极大推动了西域各国从各个方面对其传播主体汉王朝

的积极“反馈”。
在传播实践上，张骞这位代表着西汉政府高级公关

形象的外交家就很好地贯彻了汉武帝的可信性对外政

策: 联合诸国，共御匈奴。与此同时，还时时不忘树立汉

王朝这个传播主体的政治权威性和提高其在国外的威

望。为此，才有了传播对象乌孙与汉通婚结盟，大宛、康
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穴

真、扌于 等西域各国开

始与汉使者互往，以期在政治、商业、文化等方面的“反

馈”。事实上，传播主体西汉政府与其传播对象西域诸

国的诸多政治文化活动本就与商业活动纠缠在一起。
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有以利诱为诱饵达到政治目

的的传播效果的，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随团带有牛

羊万头，大批钱币、绢帛，价值“数千巨万”; 有以政治为

幌子谋求经济利益的，汉代时的中外使者中相当一部分

其实是冒充使者的商人，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: 康居

国遣质子入汉，是为了与汉互市。

在这一传播过程中，无论是作为传播主体的汉室王

朝，还是作为传播对象的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

息、身毒、于穴
真、扌于 等西域各国，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

流传播过程中的被影响者。而作为传播汉王朝政治、经
济、军事思想、文化内容和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张骞所

进行的传播实践活动，以及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对外传

播所产生的传播效果，又实实在在地对西汉的政治、经
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进而由此产生了

兼俱东西文化特色的、奇异的西域文明。而新兴的西域

文明这朵奇葩无疑是对强大的汉文化在对外传播之后

最好的“反馈”内容。
大汉王朝的文明光辉，经张骞的“凿空”之行，开始

照彻西域。如翦伯赞先生所言“大约在里海、黑海之南，

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

景，这就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之交流，亦即世界

史的运动走向统一的表征”［9］。随着西域交通的开辟，

使中国走向世界的张骞通西域成为大一统帝国政治、经
济、文化发展的需要，又促成了中华民族传播观念的更

新与进步。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吸纳其他民族文化

的重要意义; 也开始意识到强大的帝国并不是孤立的，

它有着对外交流传播的愿望，它必须与外部世界融为一

体。而自秦代蒙恬为御外侮修建万里长城之后，中国人

逐渐形成的闭关自守心理与孤僻的文化观念，一直有意

无意地阻碍着人们走向世界的活跃思想与冒险精神。
张骞通西域的传播实践活动毋庸置疑给当时中国人精

神上的万里长城打开了一道缺口，使中国人得以了解更

遥远的世界，也让世界在传播互动互往中开始了解东方

大国，为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史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

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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